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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月 8日，早上 9點 50分。電視上，慈濟的大愛台正播

放著證嚴法師的開示。畫面上，證嚴一席灰色僧服，充滿情感的語調

正說著：「……時時多用心」；「心」字的尾音拉長著。隨著法師開

示內容，畫面也轉為慈濟志工在世界各地的國際人道救援紀錄。在台

灣社會，「慈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佛教團體。對一般台灣民眾而

言，提到慈濟，通常就會想起，一些身著深藍色上衣雪白色長褲的慈

濟人，在各種災難現場來回穿梭，為災民遞送物資或是煮食的景象。

證嚴所領導的慈濟功德會，不但是台灣宗教界的傳奇，也是一個以各

種社會慈善活動聞名於世的現代佛教團體。而黃倩玉教授（C. Julia

Huang，以下簡稱 Huang）所著的 Charisma and Compassion，便是一

本探討證嚴領袖魅力與慈濟海內外發展的民族誌研究作品。

證嚴在 1966 年創立慈濟功德會，這個以慈善志業為主的草根性

宗教團體，到了 1990 年代，已成為台灣最大的正式組織。在短短的

50年間，慈濟從一個地方的宗教團體發展成為跨國宗教，在 33個國

家設有分支機構，擁有六百萬信徒。慈濟體系在 2000 年時掌控約莫

新台幣 120億元的專款，目前在台灣除了基金會之外，擁有三所綜合

醫院、一間電視台及一所綜合大學。慈濟為何能夠發展成為一個如此

龐大的組織體系？證嚴在慈濟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Huang

以其身為人類學家的特有反思能力與細膩筆觸，為讀者娓娓道出慈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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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這個本是在地的草根性團體，如何以其理性化組織，結合證

嚴的領袖魅力及佛教的慈悲，逐步擴展成為信徒遍及全台規模的宗教

組織，再進一步發展為一個全球宗教。Huang認為，慈濟作為一個成

功的宗教運動，主要在於它駕馭了情緒與規訓，二者以辯證方式在宗

教Charisma運動中得以建制化。Huang並提出一個「三身」模型，用

來分析證嚴領袖魅力的體現，以及這種領袖魅力如何維繫慈濟信徒並

鞏固組織體系的發展。Huang 指出，慈濟此一具宗教領袖魅力的運

動，主要透過領袖之身（證嚴）、追隨者之身（信徒），以及集體之

身（以情緒連帶為基礎建立的社群）這三個層次的「身體」機制，使

證嚴的領袖魅力得以貫穿慈濟在地方、國家及全球三個層次的運作。

證嚴的領袖魅力透過三身的體現，影響並維繫著慈濟人的認同以及慈

濟組織體系的海內外發展。

如書名所示，Charisma 是指證嚴的領袖魅力，1Compassion 則是

指證嚴所領導的慈濟團體在各種社會實踐背後所秉持的佛教慈悲精

神。德國社會學家 Max Weber 是第一位提出 Charisma 理論的學者。

但是Huang使用Charisma一詞來指稱證嚴在慈濟體系中的影響力時，

雖然略為提及 Weber 的 Charisma 意涵，但其論述主旨，似乎不在與

Weber 的理論進行對話。Huang 的論述重點，主要是圍繞在學者們討

論Weber的Charisma時重覆出現的三個議題，再把這些議題結合到她

對慈濟的考察。第一個議題是有關 Charisma 的價值與變遷，即

Charisma 可以是社會的創新來源，促使社會變遷的動力，但是

Charisma在多大程度上是變遷的主要動力？個人的Charisma在多大程

度上與建立的制度相衝突？在此，Huang想了解，證嚴的魅力為何可

以在慈濟龐大的組織體系內延續下去。另一個議題是文化的問題。

Huang認為Weber的理論受限於二元對立的預設，無法解釋強調規則

戒律的佛教概念下的領袖魅力來源（如比丘、比丘尼），因此也無法

1 本文使用黃倩玉教授對Charisma的中譯「領袖魅力」；但是在文中提及Weber及相關
討論時，則直接使用 Charisma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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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解釋慈濟的例子。第三個議題則是思考Charisma如何在比較的脈

絡中運作，以及因此可能出現對於 Charisma一詞的重新概念化。Hu-

ang 認為慈濟是一個有關領袖魅力的有趣案例，因為它是以女性為主

的領導關係而且是理性規訓的大乘佛教傳統，這讓慈濟的領袖魅力現

象超越了以往用二元性特徵來解釋 Charisma的理論。

作者在書中的問題意識為，信徒對證嚴領袖魅力的效忠，如何

（以及為何）可以在個人情緒與組織三個層次（地方、國家及全球）

的擴展及維持之間，產生互動關係。換言之，Huang欲論證，慈濟這

個具領袖魅力特色的宗教運動，在發展成為理性化的現代組織時，如

何同時保留了信徒與其宗教領袖證嚴之間的個人連結。因此，作者主

要考察兩個面向：一、證嚴的領袖魅力如何與理性的、龐大的慈濟組

織體系相連？二、慈濟發展成為跨國的佛教運動，其背後所撐持的機

制是什麼？在研究方法上，為了處理慈濟是否跨界變遷的情形，作者

採用多點田野的方法，在台灣、馬來西亞、日本及美國等地進行田野

調查。不過，以慈濟在全球擁有三十幾個分部的情況來看，Huang選

擇馬來西亞、日本及美國這幾個海外田野點的理由是什麼？是因為慈

濟在這幾個國家的發展，正好代表慈濟的海外分部特色？或者，這幾

個分部具有某種特殊性，所以值得加以觀察記錄，以凸顯出慈濟在海

外發展過程中的複雜度？可惜Huang在書中並沒有特別說明田野地的

選擇標準。

Huang在全書首先說明證嚴的出家經歷以及創建慈濟的經過，並

分析證嚴的領袖魅力。「領袖之身」體現為證嚴的高度領袖魅力，包

括證嚴的外表、瘦弱的身體、說法時蘊含情感的語調，以及其慈悲的

胸懷與實踐信念等。信徒在直接或間接見過證嚴後，往往受到感召，

而決心追隨證嚴並積極投入慈濟的各種活動。證嚴的領袖魅力也展現

在她對組織的影響力上，在分析慈濟的組織架構時，Huang指出，儘

管慈濟在形式上似乎是科層組織，但是實際運作時，證嚴本人的指導

及作為最後的決策者，才是組織的運作核心。證嚴不只是精神領袖，

也是這個傘狀組織體系的最後決策制定者(p.60)。Huang認為慈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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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領袖魅力型的組織，亦即，藉由減少科層規則並且讓這個體系個人

化，領袖魅力的領導關係就可以被理性化成為一個巨型的組織及科層

體系。Huang進一步分析維持領袖魅力權威的「地理身體」(p.83)的機

制，在慈濟組織體系內有兩種運行方式：一方面是領袖魅力從中心流

向各分支機構，另一方面則是信徒從海內外各個分支機構往領袖魅力

中心的聚集。證嚴每個月定期從花蓮本部走訪台灣本島內慈濟各分

會，這種「上人行腳」(p.83)活動維繫著信徒與證嚴之間的連結。此

外，信徒也會走訪他們視為家的花蓮總部（靜思堂），或是參與中心

的相關集體活動；其中尤其是透過集體儀式如手語歌表演，慈濟人

（慈濟信徒）凝聚出屬於他們共同的認同及集體情感，即Huang所稱

的「集體之身或樂音之身」。

Huang接著分析了哭泣及手語歌在慈濟文化脈絡中的意義，認為

這個領袖魅力運動的常規化，是由兩種極端情緒表現形式所構成的情

緒結構。哭泣代表情緒的神入(ecstasy)，是個人自發性的情緒表達，

信徒因宗教共鳴、領袖魅力的訴求、儀式、志工經驗以及情緒因素

（責難、衝突與驚愕）等幾種情況，而有的哭泣經驗；手語歌則象徵

情緒的形式化表達，它形塑了信徒的集體情緒（樂音之身）。這兩種

情緒表達形式共同存在於慈濟文化中，代表的是這個領袖魅力的宗教

運動理性化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從信徒此種自發的、不受控制的

情緒表達，到手語歌的情緒結構，是作為「領袖魅力運動核心的非

凡、無我的情緒，已從無形式轉變成為一致的集體情緒表達」（譯自

p.152）。Huang對於信徒的哭泣經驗以及慈濟的手語歌文化的分析，

都有生動的描摹，甚至作者也略為提及自己在參與觀察中的哭泣經

驗。作者的書寫展現其身為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的獨特細膩觀察與同理

能力。Huang對於信徒的哭泣有幾種分類的解釋，包括：表達罪疚感

與自憐、哭泣的感染力、贖罪、經歷領袖魅力情緒，以及證嚴的解釋

等。或許我們還可以再問「慈濟的哭泣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事實

上，各個宗教對於信徒在各種儀式或活動中，應如何表達情緒？以及

什麼樣的情緒是被鼓勵的？什麼樣的情緒是被壓制的？信徒如何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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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種情況下表達何種情緒？都有一套建構的機制，也就是所謂宗教

的「情感文化」(Emotion Culture)。舉前述其中一種哭泣原因「感染

力」為例，信徒不了解自己為何在某情境中哭泣：「我不知道我為什

麼哭。我看到你哭，也看到她哭。沒多久，我就發現我自己也在哭」

（譯自p.138）。Huang對此的解釋為，哭泣有其感染力。對於此種情

緒的感染力，我們或許還可以思索「社會情境」對於情感表達的賞罰

是否制約了當事人，此種情緒的社會交換論觀點；我們也可以用哭泣

情境的社會心理因素來解釋。例如，如果信徒在哭泣情境中看到其他

人在哭，自己並沒有跟著哭，其他人是否會給予情緒的負面懲罰，

如：回以不贊同或是冷漠的表情等。就社會心理層面而言，沒有哭泣

的當事人，心裡其實也會產生從眾壓力，因為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

樣。社會學認為情緒的表達方式以及表達什麼樣的情緒，是社會建構

的，是受社會情境影響的。慈濟文化中信徒此種「自發的哭泣行

為」，並非發生在信徒單獨、私下的個人情境，而是在慈濟的各種社

會情境當中。因此，不同的情境條件對於信徒的哭泣有什麼樣的影

響？慈濟的情感文化與台灣社會的其他宗教有何差異？慈濟的情感文

化是如何建構的？慈濟人有什麼樣的情感社會化歷程等，這些關於宗

教與情緒的社會學問題，儘管不是Huang書中的論述重點，但是日後

學者們在處理宗教中的情緒現象時，這些應是值得納入加以探討、思

索的議題。

Huang在書中隨後分析「追隨者之身」，即慈濟如何發展其地方

組織以及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體現「慈濟人」的身分。首先，Huang

注意到慈濟活動中性別的重要性。慈濟地方組織發展的過程中，婦女

的傳教技巧與動員能力，扮演關鍵的角色。不過，女性在維護其慈濟

人的角色時，往往比男性要來得複雜，例如，在選擇齋食方式以及遵

守制服規定方面，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容易遭受家人的反對。Huang分

析指出，儘管禮儀對慈濟人（不分男女）而言是一個必要的特色，但

是慈濟對女性的儀節規範，比較針對情緒管控，男性的儀節則比較針

對身體規訓。其次，地方組織在形式及運作上有明確的領導關係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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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慈濟的追隨者之身是透過以下幾種方式體現出來：在恰當情境中

恰當地呈現慈濟人的身分、藉由身體規訓、情緒管控以及道德層面來

改變自己。慈濟這種在信徒身體規範上的性別差異，是否只是反映出

台灣社會對於身體建構的性別差異？比如男性是理性的身體，而女性

是感性的身體等，值得讀者進一步思考。

Huang接著把慈濟放在台灣社會的民主發展歷程中，檢視其如何

發展成為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其運作方式。第一階段從 1960年代中

期到 1970 年代晚期，慈濟是一個以女性為主的地方宗教慈善團體。

第二階段從 1970年代晚期到 1980年代中期，此時慈濟開始制度化發

展，在當時戒嚴時期政府的支持下，透過信徒的捐款，在公共建設比

較落後的台灣東部花蓮，建立了第一間醫院，Huang認為這是台灣社

會集體道德努力的體現(p.191)。第三階段從1980年代中期至1999年，

此時台灣社會經歷解嚴及政治轉型，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各種價值

觀相互競逐。在這個階段，證嚴成為政府當局及許多台灣民眾眼中道

德高尚的宗教領袖，而慈濟組織體系也成為濟世及人道精神的象徵。

慈濟這個以社會慈善為主的宗教體系，此時已發展成為最大的非政府

組織，具有高度的募款能力與動員能力。但是，Huang指出，慈濟在

這階段所建立的第二間醫院，因為社會政治型態的轉變，在籌建過程

中與政府之間的互動方式也有所調整。從Huang在書中的舉例分析，

我們看到慈濟如何調整自己以適應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不同的政治情

勢。

慈濟究竟是台灣或是全球的宗教？Huang認為，慈濟除了是台灣

的宗教之外，也是一個全球的宗教運動。慈濟在 1989 年於美國成立

第一個海外分部後，陸續在其他國家發展。到了 2000 年，已經發展

成為一個大型的全球非政府組織，在海外擁有以華人為主要成員的分

支機構。此外，慈濟的非政府組織身分，在 2004 年也得到聯合國的

正式承認。Huang的分析此時轉向討論慈濟為何是全球的宗教運動，

以及慈濟的海外發展如何有助於台灣人認同的建構。Huang田野考察

了慈濟幾個海外分部，包括日本、馬來西亞（麻六甲與檳城）、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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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與波士頓）後，發現慈濟在這三個國家的發展情況，有幾個共

同點。首先，慈濟的海外發展是晚近約 1990 年代的現象。其次，這

些機構的最主要成員是旅外台灣人，其次是旅外中國人。再者，分支

機構的慈善活動並不只以海外華人為對象，這些分部的創辦人在成為

慈濟人之前都是虔信佛教徒，而這些分部的出現都是源自於當地婦女

們致力於回應證嚴領袖魅力的感召以及其對社會服務的重視。此外，

海外分支機構與證嚴及台灣花蓮總部之間，藉著回台的各種「朝聖」

活動──尋根或年度活動等，維繫著慈濟從在地出發進而擴展全球的

網絡關係。Huang在書中最後還特別以一章的篇幅來分析麻六甲分部

的發展故事，認為其發展與運作方式，既是一種在地與跨國的實踐，

同時也是領袖魅力的三身在全球層次上的體現。

目前雖然已有不少關於慈濟的中外研究成果，但是 Huang 的

Charisma and Compassion一書絕對有其獨特的學術貢獻。首先，這本

書提供讀者一種全面的觀點，從個人、地方、國家、全球四個面向來

考察證嚴的領袖魅力及慈濟在海內外的運作與發展過程，是一本多層

次分析慈濟現象的民族誌。其次，Huang提出一個「三身模型」（領

袖、信徒、集體）來論述領袖魅力的三個體現層次（地方、國家、全

球），這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理論及分析角度的創新。最後，Huang以

經驗研究來證明，領袖魅力的超凡情緒感染力，與理性的制度結構之

間，不一定是衝突的關係；反之，在現代社會的宗教領域中，領袖魅

力與理性制度之間，有可能以一種巧妙結合的方式並存。筆者認為，

Huang的三身分析模型以及其分析證嚴的領袖魅力與慈濟組織體系的

關係之討論，是本書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